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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新常态下环境保护综合名录工作的
定位与重点探究

李晓亮 1,2*，葛察忠 2

（1. 北京化工大学，北京 100029；2. 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北京 100012）

摘  要	 本文分析总结了环保新常态下面临的环保新形势，对环境管理转型提出的新要求，认为在环境管理模式
由污染控制导向向质量改善导向转变，环境管理思路由注重行政许可、事前审批、指标分配向注重事中
事后监管、市场自治、社会共治转变的背景下，现有环境管理制度体系整体与政策手段个体的覆盖主
体、切入界面、作用机制、内在逻辑等基础理论问题需要再审视，制度架构顶层设计和分工体系需要再
完善。在此背景和趋势下，本文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深入探析了名录工具和产品主体在环境管理中的
特性与作用，认为产品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同时承载功能流、价值流和资源环境流的流通载体，也是制定
差别化环境监管政策与市场监管政策、建立跨主体环境成本合理分担机制的最恰当主体，以此为基础，
清晰界定了环境管理系统化、科学化、法制化、精细化、信息化转型要求下环保综合名录的本质特征、
基本定位和潜力方向，并提出了综合名录工作下一阶段的重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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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new situation and demands of the environmental new normal, considering the whole current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ystem must redesigned under the trend of the focus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from 
pollution-control-oriented to quality-improvement-oriented and the idea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from pre-approval to 
post-control. In this context and trend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function of the list and product in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ystems are analyzed from both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gles, considering that the product is the carrier of function, value 
and resource & environment flows in market economy conditions, also is the most appropriate subject to develop differential 
policy and establish environmental cost burden mechanism. Based on it, 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basic positioning and 
potential directions of the list are defined under the systematization, scientization, legislation, precision, information trend of 
China's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ystems. Finally, some important tasks on next stage are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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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步入新常态，经济发展的速度、

结构和动力均呈现出新特征，对国家的治理理念、治理

水平和各领域的政策工具也带来了诸多变化与挑战。准

确把握新常态下的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新特征对于环

境管理制度的理念、模式和机制等方面的新要求、新启

示，是下一阶段推动任何一项具体管理制度改革升级的

理论基点与现实前提。环境保护综合名录（以下简称

“综合名录”）是我国特色环境管理体系中一项重要的基

础制度，是写入环保部三定方案的一项基础职能，是环

境管理服务和引导综合决策的桥梁，是环境管理精细化

的重要依托，是建立环境成本社会分担机制和社会行动

机制的主要载体，在未来环境管理体系系统化、科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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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化、精细化和信息化水平提升过程中承担重要任务、

发挥重要作用。本文总结了环保新常态下的新形势与要

求，深入分析了名录的地位与作用，清晰界定了环境管

理转型新要求下以综合名录为依托与代表的产品环境管

理制度体系的本质特征、基本定位和潜力方向，并提出

了下一阶段的重点任务。

1  环境保护工作面临的新常态与新特征

环境问题本质上是发展方式、经济结构和消费模式

问题 [1]，即环境问题是经济问题，那么经济社会新常态

一定会产生环境新特征、管理新要求，环境管理必须被

动调整和适应。另一方面，生态文明理念上升为统筹谋

划解决环境与发展问题的重大理论 [2]，环境保护成为推

动、调节和优化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工具，是发展方式

和理念的重大转变，也是执政方式和理念的重大转变 [3]，

所以，环境管理更需要积极转型、主动作为。本部分重

点分析了新常态下环境形势的新特征，以及针对环境管

理转型升级的新要求。

1.1  我国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环境
压力仍处高位

我国在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同时，也成为世界

上环境压力最大、环境矛盾最重、环境受害最深的国

家之一。我国是污染排放大国，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均居

世界第一。大气、水体和土壤环境质量形势均不容乐

观。同时，目前我国环境形势复杂，常规污染尚未得到

有效控制，新型污染又在不断涌现，2010 年我国人为源

VOCs 排放量达到 2500 万吨左右，为美国的 2 倍、欧盟

的 3 倍 [4]；新型和有毒有害污染物如 POPs、EDs（内分

泌干扰物）、药品和个人护理品（PPCPs）等污染问题不

断涌现且影响日益显著。

1.2  环境管理理念从注重行政管理、事前审批、指
标分配，向注重事中事后监管、市场自治、社会共
治转变

环境问题是技术问题更是社会问题，生态文明建设

的背景与要求使得环境管理从专业管理向公共管理转变，

从单一职能部门的“小环保”走向多部门、全社会共同

参与的“大环保”转变 [5]，相应的管理理念、思路和方

法都需要调整和创新，以适应新需要。首先，摒弃“事

前审批、直接干预”，推行“事中监管、负面清单”。顺

应“简政放权”，弱化以政府信用来为市场主体环境行

为进行“备书”的事前审批，在清晰列明各主体的各项

职责、标准和要求的基础上，加强事中合规性监管，能

够使得政府、市场和社会的环保职责更为明晰。其次，

注重发挥市场对环境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激发市场

主体节能减排的内生动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而环境是发展的基本

要素，是一种稀缺资源 [1]。整体来讲，我国目前的环境

管理模式依旧是以行政手段为主的“底线约束、外加监

督”式的管理，仍旧是一种对立的“猫鼠游戏”，应该通

过制度设计使得企业能够同时获取环境效益与经济效益

的双赢，推动环境管理模式向“上限引导、自发提升、

持续改进”转变，持久有效地激发市场主体节能减排的

内生动力。再次，信息公开逐步成为环境管理的基础手

段和监管形式创新的主要阵地，社会主体逐渐成为环保

监管的重要依靠力量 [6]。从美、日等发达国家的经验来

看，环境信息公开以政府、企业（设施）和产品为主要

对象 [7]，是掌握环境信息的主要工具和促进环境绩效自

觉自主改善的重要推动力 [8]。从我国现状来看，诸如手

机软件“蔚蓝地图”等的流行，说明了公众环保参与的

强烈意愿与创造力，下一步应从参与渠道的设计、参与

方式的引导等方面充分发挥并保障社会主体的环保参与

能力。

1.3  环境管理制度模式由污染控制导向向质量改善
导向转变，要求管理的全面性、系统性、精细化和
个性化水平显著提升

环境管理的目的是保障人体和生态健康，基本追求

是环境质量改善，污染控制是任务、工作和手段，要围

绕和服务于环境质量改善。首先，应加强对全部污染物

的控制。我国现行环境管理对污染物管控不全面，实际

基本仅围绕四项总量控制污染物和重金属等几种有限的

污染物制定执行管控政策，对影响地球化学循环、生

态与人体健康的污染因子的关注范畴与控制力度与发达

国家比起来仍显不足（表 1）。其次，环境管理的精细

化程度有待提升。总体来说，鉴于各相关行业污染物产

生的机制、种类、数量、毒性以及在产业链中所处位置

的差异，发达国家基本上采取了“一业一标准、一业一

对策”的管理体系，管理的精准度和政策效力恰当、有

效。而我国在管理针对性等方面有欠缺，截至 2017 年

3 月，环保部仅发布 68 个行业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以

及 46 个行业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远不能满足监管

特异性的需要。再次，更加注重区域的差异性，发挥地

方能动性。在我国现有的环境管理体制下，地方政府是

辖区环保工作的责任主体，对辖区环境质量负责。而现

有的环境管理中的央地关系系“任务导向、直接指挥”，

以污染物排放总量减排等各种各样的具体任务作为主要

工作和考核标准，难于有效应对各地环境基底与环境问

题的差异性和个性需求，起到全面改善环境质量的作

用；应该转变为“目标约束、技术支撑”，在设定环境

质量标准与达标期限的基础上，研究建立丰富的包括总

量减排等各项政策手段在内的改善环境质量的政策工具

包，供各地方因需选用，同时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撑与

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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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国内外主要环境管理制度关注污染物的数量对比

制度名称
污染物 

数量 / 个
制度名称

污染物

数量 / 个

总量控制 4 美国有毒物质释放清单（TRI） 576

环境统计 26 美国清洁水法管制污染物名单 128

污染源普查 27 美国清洁大气法管制物质名单 189

排污收费 58+45+6+4 美国重大危险源物质名单 307

国家污染物健

康风险名录
140

日本污染物排放转移登记制

度中需登记的指定化学物质

清单

436

污染物 
名称代码

603+878
欧盟 REACH 法案高关注度

物质
161

1.4  现有环境管理的覆盖主体、切入界面、作用机
制、内在逻辑等基础理论问题需要再审视，制度架
构顶层设计需要再完善

环境问题具有涉及主体多、污染因子多、产生原因

多、产生机制复杂等特点，同时也牵扯到方方面面的

利益，是技术问题也是社会问题，环境管理的顶层框架

与具体政策设计是科学问题也是现实的利益问题，需要

理论性与实践性兼顾。首先，我国现行的环境管理体制

“块状”管理强而“条状”管理弱。一方面，由于《环

境保护法》对环境质量由辖区政府负责的规定；另一方

面，也由于负责相关行业“投资—开发—设计—建设—

监管—统计”等全方位工作的工业部委的撤销，基于行

业的环境管理遭到较大弱化。而相较于“块状”环境管

理，“条状”环境管理的特点是基础数据清晰、政策针

对性强，整体来讲条状环境管理的欠缺使得环境管理整

体的针对性也受到影响。其次，政策受体的特性与政策

工具的固有属性间的对应关系需要再梳理。总体来讲，

环境管理主要有区域、企业、产品等政策受体，不同政

策受体有不同的外部性表现形式与产生原因，而诸多环

境政策手段也均有其作用机制与适用范围，应该加强主

体与受体间的对应性与适用性研究，避免出现“谁都

应该管，谁都可以管、但谁都没管好”“哪项政策手段

都有理，但哪项政策都不管用” 的尴尬局面。再次，各

项政策的分工与协同等顶层设计需要加强。在我国环境

管理体系中，各要素均没有优先控制污染物的设置，而

“十一五”“十二五”期间总量控制制度的强势推出，相

当于隐含地为其他所有制度设置了优先控制污染物，从

而间接使得整个污染控制制度体系基本只关注这四项因

子开展工作，某种程度上忽略了对其他污染物的管控，

影响了整个管理体系的均衡性。

2  环保综合名录工作的进展概括与定位探究

2.1  综合名录进展概括

环境保护综合名录是 2007 年以来，环保部根据国务

院部署组织开展的一项工作，是依据加强污染治理、保

障环境安全、强化环境管理、促进绿色发展等方面需求

制定的，包含从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角度区分为限制类

（淘汰类）和鼓励类的产品、工艺、设备等内容与主体的

综合性名录。

自 2007 年以来，综合名录基本上每年更新和发布一

版，在对上年已发布名录进行修订、完善的基础上，汇

总当年制定的新一批名录形成当年新版名录，并以环办

函形式提供国家发改委、工信部、财政部、商务部、中

国人民银行等 14 个相关部门，以及各省级环保部门，并

向社会公开。截至最新一版名录，《综合名录（2015 年

版）》中包含“双高”产品 835 项，涉及超过 20 类大行

业、近 100 种四位代码中行业（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
T 4754—2011）），且对每种产品水、气、固废等各种特

征污染因子的种类、总量和强度等进行了详细分析和论

述。经统计，“双高”产品生产过程中产生工业废水大约

40 亿吨、废气 13 820 亿立方米、工业固废 58.75 亿吨、

危险废物 3654 万吨，产生废水中含 COD 542.12 万吨、

氨氮 26.19 万吨，产生废气中含 SO2 1973 万吨、NOx 近

千万吨、烟尘 473.56 万吨、VOCs 200 余万吨。

名录工作在将重点产品的污染程度、污染原因、污

染机制、政策现状、监管要点等基础情况说清楚的基础

上，重在辅助提升环境管理“五化”中的环境管理精细

化水平，已成为环保部门制定差别化环境经济政策、环

境监管政策，其他部门制定差别化市场监管政策的重要

依据，也是市场主体开展绿色投资、绿色生产、绿色消

费、绿色供应链构建等活动的重要参考。

2.2  综合名录的本质与定位探究

一项具体环境政策的现实定位，一方面与其政策受

体、作用机制和工具形式三者在理论层面的特性有关；

另一方面也与其所处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现时环境管

理指导理念和基础技术工作支撑情况等现实条件有关。

前文重点分析了现阶段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特征，以及

现时环境管理指导理念，本节着重从理论层面分析产品

主体（产品作为政策受体）和名录工具的特点，以及在

环境管理中的地位作用。

2.2.1  名录从形式上看是环保工作的工具书，是环境管

理精细化进程在“条状”层面的依托载体

依据概念，名录泛指一类围绕一个专题或某一方面

提供名称及相关基本信息的工具书，即环保综合名录本

质上是满足各方主体、各种需求的环保工具书。工具书

存在的根本价值在于使用，其能够广泛、有效使用的基

本前提主要在于两点：一是分析是否科学、全面；二是

能否保障使用方便、准确。鉴于名录的主要应用在于行

业层面，其主要对象系产品、工艺和设备，所以，名录

可以通过明确两个基本定位来保证编制科学与使用便捷：

一是排放清单。名录需要准确描述名录中所包含的各个

对象针对于所有污染因子的产污系数和排污系数，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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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地评估各对象环境影响的实物量与价值量、环境影

响的程度与范围，从而形成一本描述和表征各种主体、

各种活动单位强度下污染物产生与排放量的工具书 [9]，

并告知管理部门和对象本身。二是备选政策工具包。名

录在准确描述相关产品、工艺和设备排放清单的基础上，

能够自然地识别问题和找出原因，进而针对问题和原因，

从管理部门、企业和公众等层面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

建议。以管理部门为例，就是提出差别化的市场监管政

策和环境监管政策备选工具包，供相关部门制定政策时

参考取用。

2.2.2  综合名录从实质上看是以产品生态占用概念为基

础的污染控制理论，是以产品为载体的环境经济政策

首先，从理论层面来看，产品生态占用概念是外部

性理论的延伸与重塑，产品是外部性理论最恰当、最系

统且最清晰、准确的现实载体。外部性理论是环境管理

的基石，但外部性在不同主体、不同行为中有不同表现

形式，外部性表现形式的多样性、复杂性，也导致环境

管理政策工具的多样性和散乱性。而产品作为环境管理

的对象、环境政策的受体，有其特殊的地位与价值，产

品是人类系统与生态系统间进行交换联通的主要载体，

也是人类系统内、市场经济条件下同时承载功能流、价

值流和资源环境流的核心流通载体，更是影响和破坏地

球化学循环、造成人类社会生产再生产与自然界生产再

生产间矛盾的主要障碍物。所以，可以说产品生态占

用——产品生命周期过程中对地球化学循环以及自然界

生产再生产造成的负面影响，是外部性的主要表现形式

与系统重塑。而且，产品还是时空边界最清晰、环境绩

效表征最准确的“条状”环境管理对象。其次，从实践

层面来讲，产品是制定差别化环境监管政策与市场监管

政策、建立跨主体环境成本合理负担机制的最恰当主体。

一方面，产品是受各部门、各项政策监管最多的政策受

体，从统计制度中的产业划分到金融、贸易、行业管理

等具体管理领域之中，均是以产品对监管主体和差异化

政策制定对象的，现有的成熟系统的相关管理政策最多；

另一方面，产品环境绩效差异显著，而产品又是市场流

通载体，是各市场主体间分担环境责任、分担环境成本

的恰当政策载体。从美国的产品环境管理体系中就可以

看出这种责任和成本分担机制（图 1）。尤其可以协助解

决现行环境管理中生产者责任与消费者责任脱节的问题，

就产品角度来讲，消费者不仅是环境问题受害者和良好

环境质量享受者，同时也是环境问题制造者、施害者，

必须通过相关制度明确其责任与成本分担，发掘其贡献

潜力。

2.2.3  名录从新常态下环境管理转型方向上看是环保社

会共治平台，是环境管理转型的依托载体之一

首先，名录是环境保护介入综合决策的平台。产

品、工艺、设备是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调整、技术进步

的主要载体与表征指标，是综合决策的重要内容，综合

名录通过区分产品、工艺和设备的环境绩效，为环境

保护介入综合决策建立了固定的工作平台和机制。其

图1  美国基于产品全生命周期的工业环境管理法律法规框架体系

注：图中以英文简称标识所涉及的美国相关环保法律法规和制度，各法律法规和制度全称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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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名录是环保负面清单，是政策宣传与信息沟通的平

台。综合名录向社会全文公开，向社会提供环保负面清

单，引导企业绿色投资、绿色采购、绿色转型，引导公

众绿色消费，宣传环保政策、提高群众环保意识。再

次，名录是环境管理制度探索与创新的平台。我国现有

的环境管理政策多仅是针对产品生产过程制定的，且

存在与经济贸易政策不协同的现象，综合名录以产品为

对象，探索建立贯穿生产、消费、废弃等全生命周期的

产品环境管理制度，提高环境管理政策与产业政策、贸

易政策、税收政策等的协同度，成为环境管理制度探索

与创新的平台。而且，以产品为对象可以探索建立覆盖

全部污染物、覆盖全部行业的管理机制，提升环境治理 
水平。

3  综合名录探索创新重点方向与研究任务

在明确了环境管理转型的总体方向、思路理念和具

体要求，以及深入解析与阐释了综合名录工作的本质与

定位的基础上，本文从夯实技术基础、完善工作机制、

拓展成果应用、加强制度建设、服务管理转型等方面提

出了名录工作下一阶段的重点任务建议。

3.1  进一步提升名录制定工作的科学性与规范性

首先，夯实名录制定方法体系的共同技术基础。参

考国际各要素优先控制污染物筛选结果，结合国内相关

产业情况与污染情况，综合考虑污染物产生排放量、污

染物危害、污染物来源等因素，提出名录优先关注的污

染物清单；细化提出产品环境代价、生态占用理论等的

基于实物量、价值量的计算方法体系，以及清晰、科学

的名录判定指标标准体系。其次，提升名录制定方法体

系的区域化、个性化和精细化水平。开展基于最大日负

荷量模型（TMDL）的区域性“双高”名录制定方法与

实证研究，构建小区域内基于典型污染物环境容量的重

点行业承载规模及其行业组合的测算方法体系，为制定

区域内基于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力的产业准入标准与规

范提供技术基础。

3.2  完善名录工作机制，拓展和丰富名录形式，创
新名录应用机制

首先，制定与发布环保综合名录地方版。在以往名

录工作机制重“双高”定性的基础上，基于已有名录成

果进行分析整理，深入分析“双高”产品的污染节点、

治理难点和监管重点，重点分析行业概况、集中区域、

生产工艺与物耗水平、污染产生与治理、环境风险、治

理技术、治理成本等方面问题，作为地方环保部门环保

执法和政策制定的依据与参考。其次，继续丰富名录内

容，探索制定“高污染、高环境风险”工序与工段名录。

梳理现有已发布的“双高”产品与重污染工艺目录，总

结提炼其中的共性工艺与工段，找到导致“双高”产品

与重污染工艺具有产排污总量大、产排污强度高、治理

技术难度大、经济成本高的共性原因与症结，制定发

布包含光气化工艺、电解工艺（氯碱）、氯化工艺、硝

化工艺等“高污染、高环境风险”工序与工段在内的 
名录。

3.3  提升名录工作与其他领域相关管理制度的融合
性与协同性

首先，加强与国家基础统计制度的融合衔接。与国

家产业统计、环境统计、污染源普查等基础统计制度进

行统合衔接，将基于产品的统计融入上述统计制度的基

础分类与编码、基表参数、工作机制等方面，形成产品

口径、环保导向的标准化的工具书。其次，加强与国家

产品管理相关制度的融合衔接。汇总整理国家针对于各

个行业、各种产品从产品设计、产品准入、生产管理、

使用销售、回收利用等方面的各种制度与要求，建立起

与国家规范的产品管理制度相结合的“双高”产品全过

程管理机制。

表2  英文简称说明（图1）

简称 法律法规名称

CAA 清洁空气法

CWA 清洁水法

TSCA 有毒物质控制法

CERCLA 综合环境响应、赔偿与责任法

RCRA 资源保护与回收法

SDWA 安全饮用水法

FQPA 食品质量保护法

FIFRA 联邦杀虫剂杀鼠剂杀菌剂法

EPCRA 应急计划与公众知情权法

CPSA 消费品安全法案

HMTA 危险物品运输法

OSHA 职业安全与卫生法

FFDCA 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

FHSA 联邦危险物质法

PPPA 预防中毒包装法

PHSA 公共卫生服务法

NPDES 国家污染物排放消除系统

WTP 废水处理交易程序

NAAQS 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NESHAPS 有害空气污染物的国家排放标准

NPL 国家优先项目清单

HRS 危险评级系统

CTSCM 核心有毒物质监控

TSSTGP 有毒物质国家授权程序

CSIEP 化学物质进出口程序

HWIEP 危险废物进出口程序

UST 地下储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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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尝试探索独立的产品环境管理制度

首先，建立全覆盖的产品环境绩效区分与标识制度。

基于国家统计局《统计上使用的产品分类目录》和质检

总局《全国主要产品分类代码》中列举数万种国民经济

中生产与流通的产品清单，参考产品能效标识体系，开

发产品当期污染指数、产品累积污染指数、产品污染潜

力指数等，探索建立覆盖全部污染物、覆盖所有产品的

环境绩效标识体系。其次，建立基于产品环境绩效标识

体系的绿色产供销一体化政策机制。以市场经济流通主

体——产品为主体和切入点，基于产品环境绩效标示体

系，突破传统的以厂界内污染治理为主的管理方式，建

立起覆盖资源性产品、中间产品、终端消费品在内，覆

盖企业和消费者等主体，包含绿色采购与绿色消费在内

的绿色供销政策机制和绿色产销网络，探索建立起产品

导向、环境成本合理分担的环境管理新模式。

3.5  充分利用现代互联网技术探索名录制定与应用
新机制

首先，建立基于互联网的重点产品与企业环保数据

信息抓取技术。顺应环境信息公开的大趋势，针对在线

监测数据、企业自行监测数据和监督性监测数据，以及

企业公开公布的其他相关环境信息，建立软件工具进行

专门抓取与留存，作为“双高”名录制定、名录成效评

估等方面的重要基础素材。其次，建立基于互联网的绿

色供应链政策机制。通过建立网站、制作手机 APP 等方

式，将名录产品、工艺、企业等主体环境绩效的基础信

息进行公开以供查询，形成能落实的绿色供应链信息支

持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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